
汉唐时期关中农业与京都长安

西安博物院 王锋钧

汉唐时期，位于关中中部的长安城( 今西安) 此间先后为西汉、新莽、东汉( 献帝) 、西晋( 惠帝、愍帝) 、前
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一个王朝立为国都。这里自古气候温和、水利资源丰富且土地肥沃，有
着发展农业生产的良好自然条件，先秦时期这里的传统农业已有了初步发展，西汉起立都长安的多数王朝较

为重视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农业生产者们在传统耕作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改进工具，提高农耕技术，愈来
愈重视精耕细作，从而使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成为全国最主要的产粮区。司马迁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关中自氵并、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 1) 又说: “故
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2) 以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三，而拥有全国
十分之六的财富，这是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比拟的。关中地区农业的发展，为长安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
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农具的改进和牛耕的普及
汉代以后，铁农具广泛普及，种类越来越多，性能也在逐步改进。在西安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发

现了大量的汉代铁制农具，种类主要有锸、铲、䦆、犁、锄、镰、耙等。据《齐民要术》记载，魏晋北朝时新出现了用
于整地的锋和耩及用于碎土、压实或谷物脱粒的碌碡和播种时用的窍瓢，但锋和耩迄今尚未发现其实物。唐代
又出现了一种叫踏犁的农具，当时人又称之为长镵，主要用于缺少耕牛的地方或小块园圃中，也是在这个时期

初次见到。各类农具中铁犁铧在农耕中的作用最为突出。汉代的铁犁铧已由战国时期的铁口铧发展为全部用
铁制作，不仅更为坚固耐用，还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耕犁的构造也基本完备，已有犁梢、犁床、犁辕、犁衡、犁铧、
犁壁等多种部件。犁有大、中、小三种不同类型，小型多用来耕熟地，中型用于开垦荒地，大型用于开沟掘渠。
但当时的耕犁一般都比较笨重，再加上人们的技术不熟练，耕地时需要二牛三人。据《齐民要术》记载当时还
有二牛六人者。魏晋时耕犁向轻便化发展，一人将犁的耕作方式逐步普及。唐代各地的耕犁已经表现出了明
显的地区差异。西安地区发现的唐李寿墓壁画中的耕犁，为曲辕无床犁，而且有犁壁的装置。但从敦煌莫高窟
及安西榆林窟的唐五代壁画中可以看到，当时河西走廊地区所使用的耕犁，就已经由魏晋嘉峪关画像砖墓中所

描绘的那种犁铧较大而底面板平的长辕长床犁，变成了长辕无床犁，这种犁结构虽然简单，没有犁床、犁壁等装
置，犁铧直接装在犁梢上，但耕地时却能与土壤自然形成一个角度，既可破土又可翻土，因此非常适用于这一带

比较松散的土壤。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陕县、辽宁抚顺以及山东莒县等地发现的唐代犁铧的形制也
全然不同。其中河南陕县刘家渠的犁铧是三角形，两翼突出，宽大于长，底面板平。辽宁抚顺出土的为尖锋，呈
等腰三角形，铧面平直，銎深体薄。山东莒县的则体小而尖锋，并有长銎，由这四种犁铧来看，上述四个地方耕
犁的形制也必定不相同。而晚唐人陆龟蒙在《耒耜经》中所记载的江东犁，又明显异于以上四种。耕犁中出现
的这种差异表明，当时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仅对各地的自然条件有了充分的认识，而且完全掌

握了耕犁这种生产工具的性能，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来改造它。
由湖北出土的云梦秦简《厩苑律》可知，关中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农业生产中已开始采用牛耕。西

汉以后，牛耕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普及。西汉时政府徙民屯田，皆与犁牛。到了东汉，连一些边远地区也已使用
了牛耕。《后汉书·任延传》载，任延曾任九真郡( 在今越南境内) 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生，不知牛耕，任延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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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以铸作田器，垦辟土地，耕地面积年年增扩，百姓可充分自给。此后经隋唐直至明清，牛耕一直是我国农业生
产中必不可少的主要畜力。

二．水利与灌溉
关中在战国时就已修建了郑国渠( 泾河至洛河) 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汉代在关中地区又先后修建六辅渠

( 泾河下游) 、龙首渠( 洛河下游) 、成国渠( 眉县) 、灵轵渠( 周至) 、白渠( 泾河下游) 、漕渠( 长安) 等一系列农田
水利灌溉工程。其中著名的是汉武帝时开凿的漕渠和白渠。漕渠自长安至黄河，长约 300 里，既可灌溉田亩又
可通漕运。白渠引泾水入渭水中，可溉田万余顷。
隋唐时期农业生产出现的新高潮，和水利事业的发展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据文献资料统计，唐代兴修的

水利工程大约有 320 余项，大体可分农田灌溉、防治水害以及漕运交通等几方面。为漕运交通和防治水害所修
的水利工程也多兼有农田灌溉或保护农作物的功用。其中长安及其周边地区的农田水利工程最为突出。关中
地区早在秦汉时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以郑国渠和白渠为主要干道的灌溉网。到了唐代，郑国渠已经淤塞，关中的
灌溉只能靠白渠的三个支渠，即太白渠、中白渠和南白渠。唐朝政府十分重视对三白渠的维修和管理。为了保
证三白渠的水量，还在白渠引泾口建筑了名叫将军稨的引水建筑物，并专门对三白渠水的使用方法做了规定。
但是由于当时权贵们竞相在渠上建立碾石岂，致使渠流梗涩，严重影响了农业灌溉。于是，汉代可灌溉 4 万顷土
地的郑白渠，到了唐永徽年间( 650 ～ 655) 只可溉田 1 万余顷了，到大历年间( 766 ～ 779) 又减至 6200 余顷。为
了弥补这个损失，唐朝政府便对关中地区的另一条开凿于汉代的渠道———成国渠，进行了较大扩展，使之溉田
达 2 万余顷。但是关中平原可灌溉的田地面积仍然没能恢复到汉代的水平，从而使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处于
停滞状态，加大了唐王朝对黄河下游地区以及江南地区的依赖。
随着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提水灌溉工具也在一步步改进。
西汉时，提水工具仍沿用春秋战国时的桔槔、辘轳。没有水源的农田则采用打井提水的方法进行灌溉，西

汉尚以传统陶井圈叠成井筒，东汉由于砖瓦业的发展，大量地用砖砌井筒。井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六角形、八
角形等。
三国曹魏时，关中地区率先翻车的应用与普及。翻车即水车，是用于灌溉的农具，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

但当时这种翻车主要是用于引水洒路，在农业生产中还未使用。曹魏时关中扶风( 今陕西兴平东南) 人马钧对
其进行了改造，并把它利用到农业生产上。马钧的翻车只需儿童即可转动，省功省力，而且已经直接应用到农
业生产上去了。这种翻车虽然还只能用于上下水位落差不大的地方，但却小巧轻便，便于推广。
唐代翻车( 即水车) 的使用也已相当普遍，而且随着地区或地形的差异又可分为高转筒车、筒车和立井水

车几种。
高转筒车主要见于唐诗人刘禹锡所写的《机汲记》。从他的描述可知，这种水车主要是安装在上下落差较

大的水边。其构造是，在岸上与水中各设一木轮，两轮之间以索连接，索上缚有汲具，当人力或畜力转动岸上的
木轮时索便行走，并带动水中的轮转动，汲具则转入水中，汲满后又沿轮上引，到岸边自动倒出。
关于筒车的记载，主要见于杜甫《春水》诗中的“连筒灌小园”一句。后来，《杜诗镜铨》的作者为该句写注

时又引用了李实的这样一段文字:“川中水车如纺车，以细竹为之，车首之末，傅以竹筒，旋转时低则舀水，高则
泻水。”( 3)此外，唐人陈廷章的《水轮赋》也主要是描述这种筒车的。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这种筒车形状如
同大纺轮，直立于河边水中，轮周系有小筒。当水轮转动时，没入水中的小筒便自动盛水然后又随轮转至上方，
将水泻入槽中。其动力可以是水力，也可以是畜力。水力一般都是用流动的江河水直接冲击立轮而使之转动。
以畜力为动力的，则需要在立轮横轴的一端装一立齿轮，立齿轮旁再竖一大立轴，轴上装卧齿轮，并使立卧二齿

轮相衔接。当牲口拉动转轴时，经卧、立二齿轮的传动，大轮便也随之转动。
立井水车主要设置于井旁，是由一条首尾相连的长链上挂若干个水斗所组成。长链装在一个大立齿轮上，

大立齿轮的一端和一个大卧轮相接。提水时只要卧轮转动，即可带动立轮，并将井中灌满了水的水斗提出。有
关这种水车的记载，最早见于《太平广记》卷二五○邓玄挺条中所引的《启颜录》一书，其中讲到“唐邓玄挺入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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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香，与诸僧诣园，观植蔬。见水车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 4) 据《新唐书·邓玄挺传》的记载，邓玄挺是唐高
宗和武则天年间的人，也就是说，这种立井水车至迟在唐初就已经使用了。

三．耕作技术的进步
汉代在耕作技术上的革新，最显著的是代田法和区种法的推广。汉武帝时，赵过在关中推广代田法。在田

里犁出一尺宽的深沟，分成垄和畦，在畦里种植农作物。随着苗生叶长而不断培土，可以抗风、保墒。第一年为
垄的，第二年则为畦。据纪载，使用这种耕作方法，每亩可增产一石以上。区种法是把土地划分成很小的田块，
分片种植不同的作物，同时分区施肥、灌溉。这样既可节省肥料和防旱，又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种方法多
在山岭坡地和城市近郊区实施。
到了西汉末年，一种更进步的耕作技术出现了。《齐民要术》引《癴胜之书》说:“春地气通，可耕坚硬强地

黑垆土，辄平摩其块以生草，草生，复耕之，天有小雨，复耕和之，勿令有块以待时。”( 5) 在这里，不仅要求反复耕
摩和土，而且要求在地中生草后再耕，这就包含了压绿肥的用意。但用犁铧却不能胜任这种要求。西汉时发明
了犁壁( 犁镜，钅辟土) 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耕地时，由犁壁和犁铧构成的弯曲面能将耕起的土垡破碎和翻转
过去。这是步犁在结构上的一次重大改进。用翻转犁耕过以后，再加劳摩，可使土壤松软，田面平整，形成了与
垅作法不同的平作法。根据带犁壁的翻转犁和《癴胜之书》所代表的进步的耕作理论，可知至西汉后期，农业
技术所达到的水平已远较代田法为高，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形成。
魏晋北朝时期，在频繁的战乱威胁之下，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自汉代开始形

成的精耕细作技术并没有完全被抛弃。如曹魏初期为解决粮食问题实行大规模的屯田时，就曾提出过“不务多
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 6)的方针。战乱当中，一些集中居住在坞壁的农民，由于农业生产只能在坞壁周围可
以得到保护的地区中进行，因此要想获得足够的粮食也只能实行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北魏人贾思
勰所写的《齐民要术》一书，便是这种先进的耕作技术的结晶。《齐民要术》指出:“凡人家营田，须量已力。宁
可少好，不可多恶。”( 7)并主张紧紧抓住整地、选种、播种、中耕、施肥、灌溉等农业生产中的主要环节，根据不同
作物的不同生长要求来进行耕作。书中还特别提到人工踏制肥料以及种植绿肥、实行轮作制和繁育良种等先
进技术。这些技术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居于领先地位的。特别是轮作制，比欧洲领先约 1200 年。据《齐民要
术》记载，当时黄河流域的土地，在底肥充足的情况下每亩可收谷 10 石( 1 石 = 27 市斤) 。在一般的情况下，每
亩也可收 3 石。这个数字差不多是汉代粮食亩产量的一倍。唐代在耕作技术上虽无创新，但由于关中及中原
地区普遍实行精耕细作的耕作方法，粮食总产量仍有所提高。

四．粮食加工效率提高
汉代的粮食加工工具也有很大进步，新出现了践碓、碾、木扇车等。践碓是一种简单的机械装置，用于粮食

去秕。它是借全身之力用脚踏杵，而不用手舂，不仅可以提高加工效率，还能减轻劳动强度，大约出现于西汉时
期。它的一端为外方内圆的臼窝，杵置其中，杵上安有长杠杆架在杵架上。碾大约在东汉或更早一些时候已用
于谷物加工。碾以连续滚动代替“践碓”的间歇舂击，又进一步提高了效率。木扇车或称飏扇，也出现在西汉
时期。谷物被舂碓后，还需簸去糠禾比。这道工序最简单的方法是用箕簸，效率更高的则是木扇车( 飏扇) 。其车
箱为梯形，车箱中部有方漏斗形高栏，安有装风扇的轴孔。在栏的左侧为斜坡形空箱，是盛谷糠的地方。木扇
车在西汉晚期已在黄河流域普遍使用，到了东汉又普及到南方以及边远地区。磨是研米或麦为粉的工具。最
早的石磨见于栎阳秦代遗址中，西汉时渐渐推广使用，并已利用畜力拉磨。磨的普遍使用改进了饮食结构，面
粉制作的食物得以逐渐推广。
三国魏晋北朝隋唐时期，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广泛使用水力机械，如水碓、水磨和水碾等。水碓的发明至少

可以上溯到汉武帝时，魏晋时期水碓的使用己比较普遍。例如《三国志·魏书·张既传》中载，曹操移汉中民
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由此引起了陇右、天水、南安等地百姓的不安。张既给这三郡的官吏放假，让他们“治
屋宅，作水碓”( 8) ，改善居住和农业生产条件，以安三郡民心。说明当时比较富有的人家已经多有水碓。这种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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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加工工具直到清代仍在关中地区普遍使用。

五．关中的主要农作物
从考古资料来看，汉代关中地区随葬粮食的墓葬较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咸阳杨家湾汉墓随葬的 35 个

大型陶制方仓中盛满的粮食有谷子、黄米、小麦、荞麦、豆类和油菜籽等 ( 9)。1975 年 2 月在咸阳马泉西汉晚期
墓的一个中型墓中，随葬的 11 个陶瓮内装满了谷子、糜子、荞麦、高粱、青稞等粮食 ( 10)。这不仅说明当时农作
物的种类较多，还反映出关中地区粮食产量可观。在这些农作物中，小麦所占比重逐渐增加。汉武帝初年，董
仲舒建议多种冬麦，他建言武帝令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 11)。此建议被武帝采纳并施行。成
帝时癴胜之农书也记载了小麦区种栽培的技术，表明西汉后期关中小麦种植已十分普遍。西汉时，关中一些积
水和水利条件较好的地方也种植水稻，武帝诏书中曰:“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地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
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 12)。左右内史即太初元年( 前 104 ) 以后的
三辅( 京兆尹、右扶风、左冯翊) 之地，相当于今关中盆地。
至唐代，关中的粮食作物有小麦、谷子、大麦、稻、菽( 大豆小豆) 黍、麻等，其中以小麦为主，谷子和豆类次

之。( 13)白居易《观刈麦》诗:“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岗。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14)诗文描写了关中男女老幼
抢在风雨前收获小麦时的忙碌情景。时长安市上的食品大多数是面食，如胡饼( 烧饼) 、汤饼( 面条) 、石鏊饼
等，皆以小麦为原料。

六．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
汉代长安城( 西汉、新莽、东汉【献帝】、西晋【惠帝、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九个王朝以此为都)

位于今西安西北隅，隋唐都城长安在其东南( 今西安城区) ，最近处近相距数公里。
西汉时整个关中人口达到 243 万多( 15)。长安城在兴建过程中及建成后初期，曾多次大规模迁居人口。

“( 惠帝) 三年( 公元 192 年) 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 16) ( 惠帝) 五年( 公元
190 年) “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 17) 至汉平帝时，元始二年( 公元 1
年) “有户口八万八百，人口二四万六千二百”( 18) ，加上皇族、奴仆、驻军等，应有 30 万以上人口。如此众多的人
口的粮食当时主要是依靠关中地区来供应的。尽管西汉时关中农业有了很大发展，粮食产量增加，但供应长安
的数十万人口和关中及西北戍边的大量戍卒还是有一定困难。因之，每年还需从关东等地漕运粮食。西汉初
年漕运量还不是很大，“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19)。西汉中期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及军
队规模的扩大，粮食需求也相应加大，“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 20)

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其部将李催、郭汜等进入关中，放兵略长安老少，死者狼藉。是时，长安城中“谷一斛
五十万，豆麦二十万”( 21)。关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口大减，农业劳动力缺乏。名都空而不居，百
里绝而无民。魏晋时部分流亡人口被陆续召回，关中的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恢复。西晋永嘉五年( 311 ) 八
月，匈奴贵族刘曜进掠长安，驱掠关中男女八万余口，退往平阳。建兴四年( 316) ，刘曜再度进围长安，城中食
尽，粮价暴涨，斗米黄金二两，人相食，死者过半。经过刘曜的两次破坏，到西晋末年，关中诸郡，百姓饥馑，白骨
蔽野，人口骤减。这种残破之状，很长时间都未能得到复苏。十六国北朝时期，定都长安的少数民族政权采取
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政策，并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兴修水利，此期关中虽仍经历了战乱和政权更迭，但农业
生产基本稳定，能基本维持对长安城内所剩不多人口的粮食供应。
隋代在汉长安故城( 面积 36 平方公里) 东南另建新城，名“大兴城”( 面积 84 平方公里) ，唐代又改称“长

安城”。据统计，隋大业五年京畿京兆郡( 辖长安) ，户数 308499，人口 1594940。( 22) 到唐天宝初年，京畿道人口
近 300 万余，长安城人口约百万 ( 23)。隋唐时期，位于黄河中下游的关中平原、河东道的汾水流域、河南道的河
淮之间广大地区，以及河北道的南部，都是主要粮食产区。由于普遍实行了精耕细作的耕作方法，在一般年景
下，这些地方的主要作物粟和麦每亩产量差不多都可达到一石左右 ( 约合今市制 103 斤) ( 24)。尽管关中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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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要产粮区，但毕竟人多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唐初每年运到长安的粮食不
过二十万石，“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自高宗已后，岁益增
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 25)到了中叶，最高曾经达到四百万石 ( 26)。一旦关中遇到自然灾害发生饥荒
时，因漕运能力有限，长安城也会出现粮食短缺，太宗、高宗、玄宗就曾多次去洛阳“就食”。安史之乱时，长安城
内大量人口逃散，关中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平乱之后，唐政府每年仍要从南方向长安调运大约 110 ～ 130
万石漕粮

( 27)。

结 语

汉唐时期，定都长安的历朝政府都较为重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通过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推广先进农具
和耕作技术，使耕地面积较先秦时期大为扩大，农业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为人口众多的
长安提供了所需的大部分粮食供应，也为部分手工业部门提供了生产原料，门类众多的手工业经济和方便的道

路交通为商业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进而也为长安在此期成为全国商业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起

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自唐末五代战乱以来的千余年间，长安地区屡遭兵火，旱灾频繁，饥荒时有发生。每个新王朝初期的益农

政策所带来的经济恢复总是短暂的，其后的高额赋税常使百姓民不聊生。较为丰富的水利资源未得以充分合
理的利用，无法抵御周期性的旱灾，百姓时常面临饥荒的威胁。汉唐长安仓廪丰实、佳肴万千的景象，五代以后
很少再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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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Rice Hybridization”to“Hybrid Rice”———Reflecting on the prevenient re-
search of Rice Hybrid Breeding in China

Li Yanjun
(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Changde 415000，China)

Abstract: Early 30s of 20 century，"Rice hybrid" breeding was already rising in China． From theory to utilization
of heterosis，it has been basically forming including technical theory，technique and method of rice hybrid breeding．
However，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hard exploration，it has been unable to provoke the transformation form the test
status of " rice hybridization" to "Hybrid Rice" which can be promoted to large － scale practical application． Reflecting
on this period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it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hybrid rice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better straighten out the technical ideas，methods，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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